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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发展中的“国家能力”：表现、限度与

释放

□  熊　进

 

 

摘要: 国家能力是指为实现国家职能规范的目标和任务，国家

所具有的保证其政策和意志的有效性，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存在，

高效治理社会的能量和力量的总和。大学学术发展中的“国家能

力”指国家为实现高等教育目标所实施的学术政策并保证其贯彻

执行的能力。以多样性与精细性为代表性特征的学术政策体现了

大学学术发展中国家能力“无所不包”、“细致入微”的特性。因

为学术政策“太多”，所以大学内部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因为“太细”，所以大学及其教师被绑定、束缚在某些“链条”之

中。而这一切都有悖于大学学术发展的内在机理。补偿性与荣誉

性的学术政策是国家治理大学学术能力的最高限度，国家能力向

大学“流失”与“释放”是提升国家治理大学学术能力的最优选

择。如此，方能体现国家对于大学的宽阔胸怀，才能真正体现国

家在大学学术发展中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大学学术发展的生命活

力与长久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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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是指为实现国家职能规范的目标和任

务，国家所具有的保证其政策和意志的有效性，维

持自身的稳定和存在，高效治理社会的能量和力量

的总和[1]（P34）。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国家能力经历

了从弱到强、从单一到全面的发展过程[2]（P217）。作为

社会组织中的一员，大学逐渐成为政府治理的对

象，且似乎大学越来越离不开政府对其进行治理，

并希望借此获得大量体制性资源。于大学学术发

展而言，已被深深地裹挟在全面的国家能力之中。

在大学学术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的“高等教

育目标”和“学术发展目标”，国家在高等教育领

域实施诸种学术政策（主要指科研政策与人才政

策）并保证其贯彻执行的能力即大学学术发展中

的“国家能力”。然而，事情并非绝对完美，国家能

力本身存在的固有缺陷（如国家能力的无限增长

会带来政策执行的低效率、滋生腐败、压抑社会

活力等[2]（P222-223））使其面临各方的质疑。在大学学

术场域内，由于大学学术本身固有的特性更使得国

家能力易遭受来自学术共同体内外的强烈抵抗。因

此，对国家在大学学术发展中的能力及其限度进行

审视不仅必要而且必须，既为“提升”国家能力，也

为发展大学学术。

一、大学学术发展中“国家能力”的表现
及其负面影响

总体而论，大学学术发展主要涉及两个内容：

科学研究与学术职业发展。为了很好地表现国家

在这两方面的能力，国家陆续实施了多种科研政策

与人才政策来实现国家所想要实现的目标，且这些

政策已被高校很好地执行，使国家能力得到充分展

现。多样化与精细化是当前学术政策的典型特征，

体现的是“无所不包”与“细致入微”的国家能力。

（一）学术政策的多样化：“无所不包”的国家

能力

在高等教育学术领域，我们最易感受到的是多

样化的科研政策与人才政策及其给高校和教师带

来的影响。国家能力在这种多样化中得到生动体

现。多样化的学术政策表现在：实施主体包括教育

部、科技部等多部门，实施对象包括不同层次高校

和不同年龄阶段的教师，实施领域从自然科学到人

文科学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学术政策“太多”，为

了应对多样化的学术政策，大学校园内呈现出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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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景象。现如今，“信步走进任何一个大学

校园，很难再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惬意闲暇的画

面。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口中

的‘赶地铁’：‘现在的状态，即便是在北大校园，大

家都急匆匆赶路，像在赶地铁’”，以致于很多“青

椒”（对大学青年教师的一种戏称）们发出“恨不得

一天48个小时”的无奈感叹[3]。

事实上，基于国家特定需要的学术政策反映了

国家“打补丁”式的大学学术治理模式。意即，哪里

有需要、哪儿出了问题、有了漏洞，就打个补丁。比

如，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就出台要求教授上讲台

的严厉措施；教师不重视教学，不安心教学，就出

台评选国家教学名师等激励措施；……[4]。遵照此

逻辑，学术政策的施行可以归因于国家认为学术不

够发达而必须给予弥补。在多样化的学术政策给大

学校园造成“繁忙”的背景下，“教授走路小跑步，

学校一些博士都是‘才子’、‘才女’，几年后都变成

‘材子’、‘材女’”[5]。对于大学学术发展来说，这

无疑是一场“悲剧”。这不得不令我们思考：在学术

场域内，究竟需要多少人才政策或者说人才政策在

多大程度上对高校具有学术意义；抑或，是否只有

契合了政策理想的研究才具有“国家意义”，才能促

进学科发展，建设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与世界一

流大学，才能真正为国家作贡献？

本质上，“打补丁”式的高等教育建设与学术治

理模式是以政府的逻辑替代大学的逻辑。在政府

倾尽全力想要构建诚信社会、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

下，政府对社会却表现得极为不信任。体现在高等

教育领域，因为政府想要提高大学的学科实力和世

界影响力、想要提高大学的人才培养素质、想要大

学为国家做贡献、想要大学实现“科教兴国”与“人

才强国”的梦想……一切都只是政府“想要”，却从

未站在大学的立场让大学追寻自己的本真，所以各

种“人才计划”、“科研项目”连续不断。“那些所谓

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政府和企业想要（want）的大

学，而非我们需要（need）的大学”[6]，似乎只有这

样才能彰显国家能力的强大。在我们这个时代里，

若要构建一个政府想要的大学，显得十分容易；而

要构建一个返璞归真的大学，则困难得多。

因为各种“不信任”，大学中科研腐败、学术腐

败等现象层出不穷，“利用”与“反利用”、“控制”

与“反控制”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效应弥漫整

个高等教育系统。这又何尝不是高等教育的悲哀？

这种悲剧也着实不应该发生！和谐社会中的“和

谐”如果缺乏了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的和谐，很可

能和谐社会也是残缺的。如果政府连对大学基本的

信任都不存在的话，那么政府与大学的和谐也永远

不可能发生，更遑论和谐社会的建设了。因此，我们

需要的大学不是国家能力的全面渗透、不是政府通

过各种人才政策与科研政策等方式一厢情愿式地构

建起来的大学，而是符合其自身特性的大学。

（二）学术政策的精细化：“细致入微”的国家

能力

如果说，学术政策多样化反映了“国家能力”的

“无所不包”，那么精细化的学术政策则体现了“国

家能力”的“细致入微”。这种精细化是在多样性

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事务规划得非常紧密、细致，

使一切都井井有条。从教师科研的动机、科研的起

始、科研的过程到科研的结果、科研的目标等都被

项目紧紧地安排在“评职称——项目申报——论文

发表、著作出版——评职称”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

学术链条中。而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路径也被锁定在

“国家——地方——高校”这样一个人才等级链条

中。可以说，细致化是多样化的微观表现形式，它对

事物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

在学术链条上，逃过其中任何一环似乎就会面

临生存危机，有时甚至在某一环节要超越相关规

定，课题已成为部分教师挣脱不掉的“紧箍咒”。南

方一所“211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的经历足以说明

这一点：“他曾经尝试过不理会课题，但最后为此付

出了代价。第一次申请教授职称评定时，他的核心

论文发表数量远超规定，从事课题也符合职称文

件要求，最后却因为手中没有国家级课题而失败。

接下来的一年，他只能把精力放在课题申请上。在

他所在的学校，讲师要升为副教授，最低要求需要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6篇以上论文（本领域顶级期刊2

篇），主持1项厅级课题；副教授升为教授的最低要

求，是在学校认定的权威期刊上发表7篇论文（本领

域顶级期刊3篇），主持省级以上课题1项。但在实际

的评审中，标准要高得多，特别是申报教授者，经常

被要求主持教育部和国家级课题”[7]。

在这种科研体制下，学术论文为发表而发表，

教 育 前 沿 大学学术发展中的“国家能力”：表现、限度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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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职称而发表。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X说，“如

果允许讲一点不那么温和的话，我想说现行的科研

体制逼出了太多的垃圾论文，重复建设、质量极低、

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都很欠缺，大而无当的题目、八

股式结构和不痛不痒的分析建议，完全没有营养。

这类论文充斥着数据库，而现在的学生们又越来越

依赖于数据库搜索关键词的方式来做学问，缺乏系

统的阅读和基本的学术素养训练，很多好苗子都被

垃圾论文给教坏了，让人很痛心……要把制造垃圾

论文的体制跟真正的科研体制区分开来”[8]。

有趣的是，有些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明显与项

目主题并不高度相关甚至不相关，却也挂上了课题

的名称。比如课题的主题是有关大学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而文章却是关于教育学学科性质等一些与主

题相关度不高的研究成果。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并

非很和谐！个中缘由是什么，是作者为了彰显自己拥

有了一个国家级课题或是省级课题，还是期刊杂志

绑定了作者？抑或其他？谁才是背后的“主谋”？

可悲的是，“项目制”的推行不知不觉中衍化出

了高校学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在这种体制下，出

名的不出力，出力的不出名；卖名的不卖力，卖力的

不卖名……近年来，高校中青年教师对学术老大、

或研究生对导师之间，往往“老板”相称，也可看做

是对这样一重劳动关系的影射……项目制本质上是

个分赃体制，是少数学术寡头与国家的合谋。就像

党派分赃体系是党魁得好处一样，高校项目制中也

是学术寡头好处拿的最多……项目制类似于封建领

主制，青年教师是否是受害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老板”是否公正[9]。

为了改善科研的“项目体制”带来的弊端，2014

年5月31日在上海大学举行的“科研项目与当代学术

发展论坛”达成了“上海共识”，其中有：当代学术发

展必须在应对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的同时，充分尊

重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保护学者个人的独立思考

和学术兴趣；必须淡化和弱化“科研项目”制的学术

管理方式，让学术回归学术，倡导求真、求善的学术

风气；必须去除“项目至上”的学术评价机制，应注

重科研成果的学术创新、质量和贡献评价[10]。

在人才链条上，有学者曾经调查了56所研究生

院的高校教师，在对“目前各种人才计划项目的设

置是合理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总体反映是对人

才计划项目的合理性认可度不高。同时，他还对一

位理科教授进行了访谈，现将其访谈内容摘录如

下：在我们学校，我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如果到了

四十来岁还拿不到“杰青”，即使你是个教授，也基

本上意味着你的职业前景到顶了。后边的年轻人都

是盯着“杰青”的目标，拿到了“杰青”，下一步才有

可能进入“长江”，最终目标是院士。平时私下里朋

友聚到一起，都少不了谈论这样的话题，谁拿到了

“杰青”，谁的院士有希望啦，诸如此类[11]（P16-17）。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多样化和精细化的政策在

现实生活中都已上演了“悲剧”后果，“恨不得一天

48个小时”等可以说是违背了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

有损于人的身心健康的结局（“究竟还能怎样”），

“才子才女”演变成为非政策预设的“材子材女”

的“闹剧”，足以证明国家能力的强大给大学学术

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有什么理由不采取办法来减少

政策的多样性和降低其精细化程度？至少在大学

学术事务上，无需那么多的政策去引导大学学术的

发展，也无需在大学及教师学术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都用政策“控制”，而应给大学及其教师自由的空

间，并建立相关制度去保障大学自治及教师的学术

自由。

二、大学学术发展中“国家能力”的限度
与释放

国家能力对大学学术事务的干预虽然具备了

合法性，但这代表不了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与正当

性。我们不能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正

如，“对科学的任何外部指导，在其有效性方面都

绝对有害，这样做根本就无济于事；砍断一根手指

会比砍掉整条手臂疼得轻，可这证明不了其举动的

正当”[12]。在事关大学学术发展的问题上，人才政

策最多只能是作为一种功能补偿性的身份存在，而

不应该成为一种功能替代。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

看，以设立国家学术等级系统来弥补甚至替代现存

的机构内部等级系统都不是长久之计[11]（P21），必须

将多样化和精细化的政策定位在补偿性的层面，充

分发挥其荣誉性功能，这是国家能力的最高限度。

另外，为了保持这个限度，还需释放国家能力，将其

“流失”点给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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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能力”的最高限度：补偿性与荣誉

性是学术政策的最优角色

学术政策的功能之一是激励大学及其教师，而

大学及其教师的激励有着一套按照学术发展的内

在逻辑进行激励的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应超越其他

任何激励措施而成为主要激励方式。在大学内外，

大致存在三种激励手段来激励大学及其教师：法

律激励、政策激励、学术激励。法律激励是通过法

律、法规的形式进行的激励，如知识产权法。现如

今，法律也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有学者指出，“法

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13]。而知识产权为何能

对大学产生激励作用？王建华教授认为，“在增强

大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的名义下，获得专利

的多少甚至与大学财经拨款挂钩”。“在以知识为

基础的社会中，知识成为了利润的重要来源，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就集中在了知识产权上。为了能够拥

有更具市场优势的知识产权，大学成为了企业最佳

的合作伙伴，知识产权是大学回报企业的重要筹

码”[14]。政策激励主要是行政部门通过各种形式的

政策来激励大学与大学教师。然而，“机构的学术

等级晋升应当是学术系统内部最为核心的激励机

制”[11]（P21），也就是说学术激励应是居于最核心地

位的，其他两种形式只能是补偿性质的。

政策激励作为一种补偿性的激励形式，是指政

策激励不能超越学术激励而成为大学与教师激励

的主导形式。虽然某些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执

行中却遭致异化，且异化后的思维占据主导地位。

而之所以遭致异化，是因为政策本身附带了其他的

利益。正因政策携带了诸多利益，或者说这些利益

超越了纯学术研究所获得的“利益”，从而造就政

策激励挤占学术激励的现实。对大学学术长远发展

来说，政策附带任何其他利益或者过多利益并不十

分明智，会有损于大学的本质。我国现行的政策有

一种特别的“魅力”，其“魅力”之处在于被高校所

称的“政策红利”。这种“政策红利”既能为大学提

供巨大的物质支持，又能彰显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

内的地位。政策成了高校争夺利益的平台，获得政

策携带的利益也成为了高校的主要工作。

关于荣誉性，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给我们启

示。以院士为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中，工程院、

科学院都属于纯学术、纯荣誉性机构，增选出来的

院士也不与任何资金、资源等挂钩。他们以学术为

其服务的使命，同样也能为国家做贡献。以美国国

家科学院（NAS）为例，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作

为荣誉性机构每年会选拔部分不同领域杰出成就

者，授予院士头衔。但无论是大学、专业学会还是科

学院所授予的头衔，并不与收入、研究资源挂钩，仅

仅是象征性的学术认可而已[11]（P21）。

笔者曾参与了我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制度等方面

的课题研究，在调研过程中，不少专家均认为应保

持院士的荣誉性与学术性，但不宜与其他任何利益

挂钩。现将部分调研内容摘录如下：

一提起院士，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其学术上的

贡献及学术上的造诣，而是院士的待遇有多高。作

为单位，如果有院士，会觉得是一种荣誉，所以单

位都愿意拥有院士。但院士已经不是一个荣誉性职

务了，其功利性太强，衍生了一系列问题。就个人来

讲，当了院士之后，名、利、权什么都有了，利不用

说，这个含金量高，衣食住行、看病、坐车什么都好，

成为国宝级人物，甚至比当个副部长都强……对单

位而言，为何也都愿意去争院士呢?甚至可说是抢，

花高价格去抢！若是把各个单位院士人数统计起

来，是大大超出这个总数的……很多院士是一个人

跨两三个单位，为什么呢？有一个院士就占领了一个

学术高地，那么这个重点学科发展，有院士领衔，那

就很容易了。其荣誉性可以保留，但不一定和现在运

行的在职的机构待遇挂钩，功利性应该淡化。

因此，从国际惯例与我国部分专家学者对类似

于院士这种头衔的“政策人才”的态度来看，对于

各种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实施的政策，应主要注重其

荣誉性质，以荣誉激励大学与教师，而不宜与其他

各种项目、资金等“牵扯不断”。总之，应“减少过多

过密的政府奖励性项目，弱化学术研究中过强的功

利性导向，使学者能够潜心研究学术，关注学术研

究及其成果的长期生命力和影响力”[15]（P56）。

（二）“国家能力”的释放：“国家能力”向大学

“流失”是提升国家治理大学学术能力的最优选择

国家实施科研项目或人才计划总是为实现特

定目标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为了实现政策目标，国家

使其实施的政策得以贯彻下去的能力被称为国家

能力。就大学科研来说，已被锁定在各种项目里面，

体现了十分充足的国家治理大学科研的能力。这种

教 育 前 沿 大学学术发展中的“国家能力”：表现、限度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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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越其正面效应。更

为严重的是，在“项目制”的实施过程中，高校与教

育行政等部门之间往往发生“讨价还价”、“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的“反控制”关系过程。这不仅使得

各项资源的配置失效抑或低效，也使得国家的战略

意图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投入与产出不对称，大学

盲目跟风严重，发展自主性与特色化降低，大学系

统内部结构紊乱，整体竞争力得不到提高[16]。

既然这种十分充足的国家能力带来的弊大于

利，那么应该适当释放国家能力。有学者将这种国

家能力的释放称作国家能力的流失，并且区分了国

家能力流失的两种类型。一是“不利流失”，即国家

能力的某项或者某几项内容的流失将会导致整个

国家能力系统的崩溃和效力的严重缺损。二是“有

利流失”或称“合理流失”，当国家某项或某项能力

的流失属国家能力结构与社会体制结构的正常调整

时，这种能力流失对国家能力并没有负面影响，甚

至有时还会有利于提高总体国家能力。比如在一些

需要自主、自由的社会领域内[1]（P38）。对于大学这种

特殊的社会组织而言，对自主、自由的呼声是所有社

会组织里面最高的。因此，在大学学术场域内，国

家可放心地将其能力适当释放给大学。因为在多数

场合下，这种能力的释放无碍于国家能力的有效发

挥，反而能提升国家的能力。若非如此，大学的本性

必会受到侵害。“无论具有哪种制度背景的国家，政

府对于大学的管理与指挥都是有边界的，一旦越界

深入到院校内部的教学、科研等真正属于教育自身

的领域，其办学品质必然会受到干扰”[17]（P16）。历史

与实践地看，还大学学术以自由、自主的权力不仅是

还原大学的本来面目，更体现了国家对于大学的胸

怀，更体现了国家在大学中的“能力”，这种“能力”

也许更有利于实现“科教兴国”等国家想要大学为

国家所实现的任何其他目标。因为无论在历史上还

是在当今时代，这种“能力”的释放在德国、美国等

国家都被证明过是对的。

如果说，国家治理大学学术成为一种必须（实

际上已成为一种事实），那么让国家（政府）能力适

当“流失”点给大学（主要是让大学拥有自治和学术

自由的权力），构建一个保障大学学术自由发展的

制度环境，才是提升政府在大学学术治理中能力的

最优选择。在科研创新上，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比

如说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给科研创业者提供一个

公平的市场环境，但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要激

发人的智慧，政府就要给他以环境，给他以信任，

让他能在这个环境下觉得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

大脑[18]，政府必须尽可能降低对科研的过度规划以

及规划前提下的价值过度介入、过度导向与过度附

加，要真正尊重教学规律、学科规律和科研规律，反

对御用学术……还学术本身的价值和魅力[15]（P56）。

三、结  语

由于大学学术发展有着对自由、自主巨大的需

求量，因而，一个政策也许无法完全实现学术发展

目标，但多个政策也未必能完全实现。国家能力固

有的缺陷与大学的特性对外在因素介入的本质性抵

抗使其在大学学术发展中的局限性表现得更为明

显。事实上，无论行政上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单凭

它无法治愈大学理念的缺失。因为理念是不能通过

立法的形式变成现实的，它必须由那些担负着实现

理念职责的人去理解、去珍视、去追求[19]。政府必

须保护探究的自由，要承认科学的进步与长久来自

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由的行动[20]。故而，政策唯一需

要做的就是如有学者所言的那样：理性的教育管理

政策务必尊重大学内在的、成员内在的发展需求，

通过激发大学人内在的动力机制，让学校成员的内

隐概念、心智模式和自我惯习发生渐进变化，从而

推动学校的发展进步[17]（P14）。

如果说，“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

的第二位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我们这个

社会共同坚守的准则和价值观念，那么，政府在大

学学术发展政策实践中的“任性”有意或无意地似

有悖逆这一准则之嫌。面对当今形势，有学者发出

强烈渴求：一直以来，中国大学从宏观生存环境到

微观的教育科研活动，被领导、被指挥、被规划、

被安排的状况到了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改良的时

候了[17]（P18）。如此，既能实现大学发展的目标，又能

实现国家（政府）想要的目标，让大学成为一个“需

要（need）”和“想要（want）”的结合体。我们经

常所说的“大学满足政府的需求”，其中心语不在

于“满足”而在于“需求”。用比较形象一点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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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需求”即“我需要你”、“我有求于你”，是一种

“我”对“你”的心理依赖，绝非“我”对“你”的专

制与“你”对“我”的屈从。因此，“政府对大学的

需求”是“政府需要大学”、“有求于大学”，是“政

府对大学的依赖”，而非“政府对大学的专制”与

“大学对政府的屈从”。这应是我们认识政府与大

学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其实，这种关系简单、清楚、

正当，只是政府不愿承认而已。只有在这种“承认”

中，国家能力才能得到真正彰显、提升与尊重，国家

对大学学术的治理才能变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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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Capac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cademic: 
Performance, Limitation and Release

 XIONG Jin

Abstract: State capacity refers to a state’s capacities to guarantee the validity of its policies and 

volition, to maintain its stable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and to govern society efficiently. The “state 

capability” in university academic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a state to ensure academic policies 

being implemented. The academic policies with diversity and precision reflect “all inclusive” and 

“nuanced”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academ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academic policies are too 

many, university has a “busy” phenomenon. And due to the academic policies being “too detailed”, 

the university and teachers are bounded in some “chains”. And all these are contrary 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academic development. Compensatory and honorary academic policies are the 

highest degree of national academic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loss" and "release" of capacity from state 

to the university is the best choice to enhance national academic governance capacity. So, it can reflect 

the national broad mind for university and the state capacity in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ynamic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cademic.

Key words: state capacity; university academics; academic policy; detailed policies；diversitication; 

state roles; academic field                                                        （责任编辑  黄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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